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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治理“简约化”的实践与反思

胡 亮，郑玉婷
(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摘 要: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以河长制为典型的分层级行政责任制的自然资源治理方式成为典
型方式，并且在其他自然资源领域也开始实施，呈现出一种“简约化”治理的特征。从自然资源产
权角度比较河长制与林长制的实施，认为不同的自然资源因其产权结构的差异，在治理机制的适用
上往往会有不同，简单借鉴河长制形式来治理森林资源会出现“空制度化”的现象。在此基础上，
认为应重视自然资源的产权复杂性，实施多元的国家、市场、社区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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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以下简称“两山论”) 的生态文明
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总结了“建设生态文明是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资源节约和保护
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这一系列的阐述体现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治理
思维，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现实选择。然而，在实
践层面，由于青山、绿水治理中存在着“山、水、林、
田、湖、草”等多样化的自然资源，而这些资源产权
结构各有差异、权利主体多样复杂［1］，如果一味采
用“简约化”“泛化”的治理方式，必然会面临制度上

的冲突与调适［2-3］。随着河长制在全国各地的铺开

并取得良好成效［4］，其管理方式逐渐向林、草、海面
等自然资源推进，一些地方开始试点林长制、草长
制、湾长制，这种推进固然是因为行政组织通过模仿
减少组织实施中的合法性风险，但是从实践来看，
“简约化”的生态治理方式是否全面有效仍然值得
探讨。陈涛认为，将河长制的治理对象和功能泛化
到其他领域，给予过高期待，可能会导致“南橘北
枳”效应，产生治理绩效“内卷化”等诸多风险［3］。

沿着上述讨论，笔者通过比较产权结构不同的河长
制与林长制的实施差异，来探讨基于相同治理机制
进行自然资源治理所产生的可能后果，并为解决
“简约化”治理带来的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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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治理的“简约化”:“某长制”

1．“简约化”治理的特征
麦柯丽用“简约化”观点分析中国治理传统时

认为，在政权建设过程中，中央政府试图制定一个超
越地方多变的惯例与习俗的统一法律，期望通过标
准化手段创造一个“简约而统一”的地方治理秩序，
这样可以减少治理成本，加强中央控制［5］。从现实
来看，自然资源的“简约化”治理有其现实背景［2-3］。
我国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使得当前的环境问题十分严
峻，而地方政府未能有效执行中央制定的环境政策
被认为是环境治理低效的重要原因，由于官员晋升
锦标赛的焦点在于经济增长，这也导致地方政府具
有非完全执行中央环境政策的激励［4］。为了应对
资源管理造成的社会问题，各地探讨出了压实地方
责任的办法，其中河长制取得了巨大成效，并于
2017 年开始在全国推广。

基于河长制成功的经验，我国生态治理领域出
现了林长制、草长制等参照治理的“简约化”的制度
选择。这一体制强调对自然资源领域进行分级治
理，通过行政层面一级压一级的方式，将自然资源的
治理责任落实到行政层级与个人，以实现对资源的
管理与保护，其机制如下:

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负责制是这一机制
的首要特征，依托省—市—县—乡—村五级行政体
系，由地方各级党政负责人担任相关长官( 河长、湾
长、草长) ，作为生态治理第一责任人，便于强化责
任，贯彻上级意志，也利于解决辖区内的矛盾纠
纷［6］。

自上而下行政问责。通过一级压一级、自上而
下的“压力型体制”能将重点工作高效推进。同时，
通过严格的考核与监察制度完成各项指标，在政府
目标责任指标体系中增加权重，使地方将自然资源
的保护工作实现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7］。

打破“辖区壁垒”。跨辖区的自然资源容易出
现“辖区壁垒”，而“某长制”采取系统治理思维，从
整体上协调区域、部门行为，解决各自为政的问题，
形成生态资源治理“一盘棋”的局面［8］。

有限的市场与社会参与。河长制不排除引入社
会参与和市场机制来进行治理。比如，采用“排污者
付费”进行环境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参与河流保
护［8］。但市场机制与社会参与只是起到辅助功能，关

键还是通过行政组织运作来实现生态治理目标。
综上所述，“某长制”建立了协同治理机制，同

时有限吸收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在这种治理结构
中，行政机制居于主导地位，是典型的压力型体制。

2．“简约化”VS资源复杂性
简约治理机制强调行政责任制的核心地位，众

所周知，由于自然资源类型多样，如果所有自然资源
治理均实行国家行政主导的治理机制可能会造成资
源保护的困境。从环境问题的本质就是产权问
题［9-10］这一交易成本基本命题出发，不同自然资源
因其特征会形成独特的产权结构和相应的治理机
制［11-12］，这里以这一命题作为起点系统分析自然资
源治理机制的设计与实施。

( 1) 自然资源治理机制的“理想类型”
自然资源治理机制选择是经济学、法学所关心

的问题。科尔从产权经济学成本视角分析了不同自
然资源的理想治理机制，认为一定产权属性的自然
资源会根据实施总成本选择对应治理机制。其中，
总成本包括协调成本和排他成本的实施总和［12］131。
前者是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相关的成本，比如制定规
则、组织、执行、监督、惩罚、共识、协商的成本;后者是
划定边界以限制他人使用资源以及限制他人干扰所
有者实施权利的成本。不同自然资源治理机制的选
择往往是衡量两类成本的结果［12］134，一些学者也建构
了某种产权形态下自然资源与对应治理机制的“理想
类型”［12］9( 表 1) 。

表 1 自然资源产权系统及其治理机制

自然资源
产权方式 权利 主导

机制

国有
自然资源使用规则由国家确定，个人有义
务遵守国家( 或其管理机构) 决定的规则。
公权力机构有权决定使用 /进入规则。

国家

私有

自然资源归个人所有，个人有权利运用财
产从事社会认可的用途。他人 ( 非所有
者) 只有在社会可接受的前提下才能获得
资源权益，他人有责任避免干扰所有权人
的权利实施。

市场

社区共有

群体共同享有产权，共同所有人有权排除
其他成员使用自然资源。共有所有人的
个别成员对所拥有的资源有使用的权利
和维护的义务。

社区

无所有者 开放获取的权利，任何人不能排斥他人的
使用。 无

私有化———市场机制。Hardin 认为，对易于分
割划界的自然资源可通过私有最小化排他成本解决
“公地悲剧”问题。如把“草场”等资源“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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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私有主体( 包括组织) 进行管理，可以避免短期机
会主义行为，通过市场最终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并
形成保护资源的长效激励［10］。

国家 /公共产权———国家行政机制。对于公共
属性较强、分割划界需要较大排他成本的自然资源，
国家与地方公共行政当局往往成为事实上的所有
者，通过国家治理，可以利用已有行政组织的优势以
较低的协调成本整合公共与个体的利益。通过立
法、规则制定、资格限定、明确权利范围、时效、让渡、
违约惩罚等各方面进行资源治理［12］25。

社区共有产权———社区自主机制。对于外部排
他性较强而又很难排除社区内部他人共同享有的自
然资源，也可采用“社区共有制”的产权结构。社区产
权有两个特征:一是拥有权利者是可识别的个人组成
的群体，而不是所有公众，根据成员资格共同享有使
用权利和保护义务;二是共有资源是由地方共同所有
人共同管理，大部分草场、森林、土地、河流、湖泊等都
会形成以社区为基础的占有与使用规则［13］49-53。

无产权———无治理。完全开放且无任何治理主
体介入的资源，由于其开放性，容易导致“公地悲
剧”。在这种无限制的进入状态下，任何人都不能
排斥他人对自然资源的使用，而个体滥用资源导致
的环境后果却由所有人共同承担，最终的结局是个
人的理性行为导致资源退化的后果［10］。

上述自然资源产权结构与对应治理机制仅具有
“理想类型”的意义，其治理成本各不相同 ( 表 2 ) ，
真实世界中的产权结构通常更为复杂。自然资源的
产权属性也较为多元，任何一种自然资源都很难完
全排他，而公共属性较强的自然资源也往往由某一
类群体具有优先的权利，即使是社区共有产权，其内
部也因权利地位、习惯权利体系差异而有各种权利
等差。因此，从现实世界来看，自然资源更多呈现的
是复合产权的方式，并有着多重治理机制［12］130-134。

表 2 自然资源产权治理成本 机制分析

产权性质 成本 治理机制

国有 低协调成本、高排他成本 国家行政机制
主导

私有 高协调成本、低排他成本 市场机制主导

社区
社区外部高协调成本、低排他成
本;社区内部低协调成本、高排他
成本

社区机制为主、
外部监督机制
为辅

复杂产权 低协调成本、低排他成本 两种或两种以
上主导机制

( 2) 国家对复杂性的治理:简约而统一
产权机制受国家治理目标的影响，不同时期国

家治理的原则、意图会对资源管理的制度设计起决
定性作用，甚至有意弱化产权机制，建立起简约统一
的治理机制。比如，国家通过“有意的制度模糊”或
“产权不清晰”，搁置产权争议，以实现国家的治理
目标［14］26-65。在行政主导的政策环境下，自然资源
的产权属性并不必然与“最优的”效率机制对应，而
是受到国家治理目标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治理目标简单或复杂会导致管理制度设计的简单或
复杂。比如，森林具有多重产权属性，但是国家期望
通过行政机制来协同治理，从而削弱了其余产权主
体的作用。二是管理体制的复杂性。原有的管理机
构和体制能否被新体制所吸收也会带来治理的复杂
性。比如，林长制是否能够较好地吸纳原有森林管
理部门的功能，会影响林长制的治理绩效。

从以上分析可以推论，建立相似机制来治理其
他自然资源时可能产生以下问题:首先，面对排他性
强、外部性较小的林、草资源时，行政主导的治理方
式可能会损害产权主体利益;其次，大部分自然资源
的产权形式都是复杂多元的，单一治理机制可能会
将真实世界简单化，难以适应复杂的地方实际; 最
后，新旧体制融合与吸纳程度会影响治理效果，增加
其复杂性。基于此，通过比较河长制与林长制的实
施来对这种简化治理机制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分
析，并探讨完善这种机制的可能途径。对林长制的
田野主要在试点的江西 YF县与安徽 NG县，调研时
间从 2018 年 6 月到 2019 年 12 月，课题组前后进行
了 3 次总计两个月的调查。由于目前对河长制的实
施已有较好总结，利用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说明。

三、河长制的实施及其治理优势

1．河长制的实施与成效
河长制的实施最早源于浙江省长兴县，2003 年

为解决城区河道污染治理问题，长兴县在城区试行
河长制，效果良好。2007 年暴发蓝藻事件后，无锡
在辖区太湖流域全面推广河长制; 2008 年，江苏省
形成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河长协调本
辖区、本级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责，通过上级向下级指
挥督查、下级向上级反馈的机制，压实责任，同时利
用社会力量进行舆论监督与社会参与，形成良好的
反馈机制。2016 年年底，中央下发《关于全面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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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的意见》，2018 年 6 月各地均建立河长制。
( 1) 河长制对已有管理机制的吸纳与整合
河长制能够顺利实施，吸纳了原有部门管理职

能，解决了县以下河流如何管、怎么管的问题。长期
以来，关于河流保护的内容在政府考核体系中不占
主要指标，导致县以下大部分河流缺乏有效治理，河
流总体上呈现出“主体缺位”的“公地”色彩。此外，
由于河流的跨区域性，水域资源的使用、治理也出现
了“管辖壁垒”，这种区域分割的管理体制也亟待制
度创新［6］。针对上述问题，河长制的设立本质上是
通过建立一个分层行政责任制的治理框架，将原来
河流资源管理吸纳进行政层级的治理范围。依照行
政层级，建立各级河长、总河长，责任到省—市—
县—乡—村 5 个层次，责任落实到个人，解决辖区内
的水域生态治理，且通过上一级河长的整体协调可
以解决河流跨辖区、跨部门管理的“管辖壁垒”问
题，最终达到水生态系统治理的效果。

( 2) 河长制的绩效
从各地经验来看，虽然河长制在实施过程中存

在各种问题，比如权责配置边界不清、权力依赖特征
明显、共治精神不足、跨部门协同困难、缺乏透明的
监督机制、行政问责很难落实等［15］，但是其对解决
“九龙治水”以及“公水悲剧”问题具有一定成效［7］。
以较早实施河长制的江苏无锡为例，2015 年，无锡
辖区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总体方案近期目标，河网水功能区水质持续改善，15
条主要入湖河流年平均水质全部为Ⅳ类以上，全部
消除Ⅴ类和劣Ⅴ类河流 ( 2007 年有 9 条劣Ⅴ类河
流) ［16］。通过对江西省 YF 县的调查显示，河长制
设立以后，县域赣江支流恩江河上游的化工厂、造纸
厂任意排污的“老大难”问题得到遏制，一些之前无
人管理的乡镇一级河道也得到了有效清理，乡村毒
鱼、电鱼、乱扔垃圾现象明显减少。

2．公有属性与治理机制的契合
河长制的实施与河流的国有性质以及既有治理

机制相互契合:首先，河流公共属性突出，政府作为
所有者可以避免为某些具体集团、组织利益所裹挟，
从而在整体上保证其公共利益的实现;其次，河流的
国有属性使河长制可以重塑科层机制，“形成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将原有分散于水
利、农业、国土、交通、环保等“九龙治水”的格局整
合进一个统一的分层行政责任制［7］，使辖区之间、

各部门之间统一为一个系统，形成有效联动、综合治
理的格局。依托这种首长负责制和行政分层责任体
制，河长制增强了治理效能，并通过整合行政与市场
两类资源，发挥社会参与，取得了较好效果［6］。

总体上，河长制有利于减少河流保护的协调和
排他成本:首先，河流作为公共资源，利用已有行政
层级压实责任，协调成本较低。其次，河长制保证了
河流的公共属性，由于河流不太可能建立由家庭、个
体排他性的使用和保护方式，河长制在突出河流公
共属性的同时避免了河流开放性导致的“公地”问
题。最后，河长制解决了跨区域的生态治理责任不
清晰现象，以上级单位作为河长，也减少了辖区之
间、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这是河长制成功的主要原
因之一，也是河长制能扩散到其他领域的重要基础。

四、“简约化”治理:
林长制对河长制的复制

1．林长制的“空制度化”倾向
2017 年 3 月，安徽、江西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

林长制。其中，安徽在合肥、宣城、安庆市开展试点，
江西全省实行试点。截至 2019 年底，除江西、安徽
外，全国 2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或在部分地区
试点实施林长制。林长制的建立有鲜明的“模仿”
痕迹，主要参照河长制的方式来实施，其目标是按照
“分级负责”原则，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林
长制体系，各级林长负责督促指导本责任区内森林
资源保护发展工作，协调解决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重
大问题，依法查处各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
为。林长制的实施形成省级总林长负总责、市县级
总林长抓督促、区域性林长抓调度、功能区林长抓特
色、乡村林长抓落地的工作格局。

关于林长制实施的成效，研究表明其在化解传
统森林资源管理面临的“九龙治水”和“小马拉大
车”问题上成效显著，对于“护绿、增绿、管绿、用绿、
活绿”( 又称“五绿”) 有一定效果［17］，但也存在权责
不清、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配套
措施滞后、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社会主体参与不足
等问题。一些地方的林长制呈现出“空制度化”倾
向［14］101，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首先，“挂牌”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根据
两个主要试点地区的调查发现: 相比河长制的有效
实施，林长显得“有名无实”，地方干部普遍反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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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制不是“林长”而是“牌长”“有牌而无实”。如安
徽 HL镇的分管副书记 ( 兼片区林长) 告诉调查人
员，目前林长的主要工作是林权纠纷调解，而相关工
作早已由乡镇纠纷调解部门来实施，林长与原有的
部门工作职责相重复，逐渐“空制度化”。

其次，“空制度化”还体现在林长责任与地方事
务的高度重合上。林长的主要职责虽然是管理森林
资源，但从实际来看，依托森林发展地方经济是林长
的主要任务。以 HL镇一个村级林长职责为例:

“林长职责:落实上级林长的工作部署，推进林
业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落实林业增绿增效任务以
及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林地管理措施，协
调联防联控综合执法;完成目标任务。工作目标:严
格公益林管理，加强天然林保护，推进山核桃产区生
态修复，发展森林旅游，打造森林生态、历史人文融
合发展的特色小镇，森林覆盖率保持在 80% 以
上。”①村总林长( 支书兼任) 的职责既包括以林业生
态治理相关的保护、管理职责，还包括经济发展，打
造特色小镇等任务。而乡镇一级林长 ( 乡长担任)
职责除落实上级部署，还包括依托生态林业“发展
林下经济，实现生态增效、林农增收”等内容。

最后，林长制悬浮于乡村社会。根据实地调查可
知，受访几个村的林农对林长的知晓率很低，如江西
省 YF县 LG乡两个行政村的 36 户农户中听说过林
长制的只有 27． 8%，认为了解林长制职责的只有
8. 3%，且大部分村民表示偷猎、滥伐、偷树等问题没有
得到显著解决。由此可知，林长制的悬浮特征明显。

2．“简约化”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 1) 林长制介入集体林地管理的产权困境
首先，林长制“有名无实”的关键是无法适应现

有的林权结构。2005 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后确
立了集体所有、农民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
地位，林地承包期一般为 70 年，林地“类私有性”特
征十分突出，保护林地的主体责任落在林农身上。
林长制名义上通过在基层建立林长、监管员、生态护
林员进行监管，但存在难以介入的问题。尤其是难
以界定村民实际生活需要与林地破坏之间的边界，
如江西 LG 乡一位村书记告诉我们，“现在分山到
户，岭都是人家的，家里要盖房子，做门窗、做大梁、
做家具，人家在责任山上砍两兜树，你不让人家砍，
说不过去。”

其次，偷树、打猎、烧山具有偶然性，林长制很难

发挥监管作用。集体林改后，林地管理责任主体在
家庭，村委会缺乏介入的合法性，形成事实上的治理
真空，难以遏制村民的盗砍、滥砍行为。以偷砍为
例，偷树是江西 YF 林区的普遍现象，积少成多，造
成大规模的林地被破坏。通过实际调查可知，村民反
映离村较远、不好监管的山林树木基本上被偷光、砍
光。特别是本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老人管理山岭
较为困难。由于大部分“偷树”行为都是乡民下意识
行为，这种非组织化利用“地方性知识”的盗伐，本地
人都很难监管，更遑论通过外部行政机制实施监管。

再次，护林员身份、职责嵌入乡村社会，发挥作
用受到人情牵绊。林长制实施后，名义上有护林员，
但是大部分护林员是当地的建档立卡户，护林员工作
属于“就业扶贫”，即使发现本地人砍自己家的树也很
少向林业工作站汇报，且每位护林员负责 3 000 ～
5 000 亩，全面管护非常困难。护林员主要对公益
林、天保林进行管理，对已经到户的山林很少过问。

①见 HL镇片区林长公示牌。

最后，林长制也忽视了已有的社区治理传统。
林权虽然到户，但是林地仍旧具有较强的社区产权
属性，宗族以及“乡规民约”等社区机制进行森林管
理有很大效果［1］。在 YF县调查发现，当地对于“来
龙岭”“大龙岭”“风景林”“祖宗岭”有着非常严苛
的保护规定，地方宗族也发挥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林长制虽然规定了村级林长的职责，但是这些职责
以完成上级划定任务为主，与乡村社会实际相剥离，
没有很好地浸入传统治理机制。

( 2) 林长制吸纳原有治理机制的不足
林长制的“空制度化”与林长制没有较好吸纳

原有机制有关。传统林业管理主要由林业站、国营
林场等管理部门实施，派出所、消防、农经、综治等部
门对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进行管理。林长制大部分吸
纳了林业站的职能，但是对派出所、森林消防等职能
较难完全吸纳，与林业站也存在权责不明确的状况，
比如对“五绿”等具体内容，部门之间职能边界不
清，林长因专业的疏离也很难参与林业站的管理。
在“五绿”事务中，大部分都是由上级发文，下级执
行，“上面不说，下面不做”，看不到林长主动与各部
门进行协调联动，而更多地是上级命令下级
执行［17］。

另外，林长制也没有很好地与市场机制相融，农

·16·



民的利益无法通过市场正确呈现［18］。生态林、公益
林的管护是林长的主要职责，但现有生态补偿标准主
要由行政确定，价格远低于市场，这也导致部分林农
利益受损的现象。以江西为例，2018年公益林统一为
21． 5元 /亩，补偿远远低于其流转收益，林农普遍不愿
意将自家山林划入公益林。2019年，安徽省铜陵市集
体林地上的国家级和省级公益林补偿标准分别为每
年每亩 30元、26元;霍邱县国家级公益林的国有林补
偿标准每年每亩 40 元、集体林补偿标准为 45 元，也
远低于市场价格。因此，维护森林管护的同时如何引
入市场机制、保障私人的利益亦是一个难题［18］。

表 3 河长制与林长制的比较

类别 标的 产权 治理机制 对原管理机制的吸纳 成效

河长制 河流治理 国有为主 国家行政机制主导( 河长制) 、市
场与社会参与为辅 与河流管理部门、管理功能整合 总体较好，解决突出问题

林长制 森林治理 复杂产权( 国有、
社区共有、家庭)

行政机制( 林长制) 与市场机制、
社区机制并行

部分吸纳，林长、部门间权责不
清晰

有一定效果，但也有“空制度
化”倾向

( 3) 林长制在国有林场的“虚化”与责任重复
林长制还涉及国有林地的管理，其职责与林场

原有管理权限高度重合。以安徽 NG 县 HL 国有林
场为例，自 2017 年以来，该林场根据上级要求在全
场经营范围内的森林资源和绿化区域推行林长制，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设立场林长，建立
林长会议制度，实施林长联席会议、督导巡查、信息
共享、考核奖惩等运行机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制
度基本上与原有林场的日常管理制度一致，在组织、
人员安排和职责上与林场日常行政机构几乎没有差
异，属于“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当然，林长制的实施帮助调解了林场与农民的
山林纠纷，建起了一个协调通道，林长也促进了林场
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如在 HL 林场，林长制实施的
“四项工程”，即大力实施生态公益林提质增效、森
林资源保护、林下种植产业、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使
生态受保护、林业增效益、职工得实惠，由此既体现
了上级的发展要求，又兼顾了本场的职工利益。但
是深入分析可知，上述职责仍然与国营林场的主要
职责重复，林长制与原有行政机制之间权责不清。

总之，林长制在制度上解决了协同治理的组织
体系建设问题，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成本:
首先，国家期望林长制的实施能够落实森林管理责
任制，但是这种外生的行政机制忽视了林权的产权
属性，难以应对地方的灵活性，完全通过行政来取代

社区机制，需要付出较高的行政成本。其次，林权的
排他性较强，林长制介入森林管护会触动农户私人
利益，由于补偿标准不高，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后期
需要付出较高的行政协调成本。最后，林长制没有
很好地吸纳原有管理机制，且在职责上没有与其他
行政部门和国营林场进行较好整合，忽视乡村治理
资源和地方经验，同样增加了协调与行政成本，弱化
了林长制的实施效果。总体而言，林长制悬浮于地
方社会，呈现出“空制度化”的特征。

五、结论与建议

在生态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如何既发挥好“简
约化”治理的优势，又避免“简约化”治理导致的“不
兼容”问题，需要在引入治理规则时从资源的产权
属性出发，实现管理目的与产权属性相互适应。正
如科尔等认为，资源治理的成效与否，往往不是单一
的制度创设就能够决定的，而是基于产权的复杂特
征衍生出的治理框架［12］131-141。研究也表明，因资源
特征差异，如果林长制简单运用河长制的治理机制，
可能会趋于“空制度化”( 表 3) 。

这一研究表明在制度移植时，要充分意识到自
然资源的产权差异性，也要充分考虑国家治理目标
导致的治理机制的复杂性;在扩散治理机制时，要从
资源具体产权特征出发，注意新旧体制之间的相互
融合和吸纳，不能完全用行政责任制取代其他机制
的作用。因此，类似林长制的实施需要在以下方面
进行完善。

1．重视自然资源产权的复杂性:制度设计要有
产权主体参与治理渠道

治理机制要注意产权机制的复杂性。对于不同
资源，我国确定了不同的产权结构，也形成了不同的
治理机制。森林、草地等资源在历史上就形成了较
为多样的权利关系，国家反复进行了权利界定。近
年来，基于“三权分置”，山、田、林、草的监管责任逐
渐由集体转移到家庭、承包大户、企业等权利主体手
中，如何协调这些主体利益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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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联结机制和参与渠道。要注意使环境治理机制
与乡村治理体系相融合。

2．重视体制的复杂性:新机制要吸纳原有机构
和机制

河长制的成功在于能够吸纳与融合原有“九龙
治水”各部门的管理优势，进行系统性治理［7］。从
现状来看，我国大部分自然资源都是实行“小马拉
大车”的管理方式，以职能部门管理为主，各个部门
在本领域发挥监管作用。在引入河长制时，需要正
确处理好新旧两种治理机制的关系，注意两者之间
的协调与相融。部门在专业领域具有优势，党政领
导责任制在行政机制压实和组织动员上具有优势，
二者之间应该是互补而非竞争的关系，是相互融合
而非相互排斥的关系。

3．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引入多元主体参与
治理

为避免简约治理，应该认识国家、市场与社区的
各自优势，考虑自然资源产权的复杂特性。由于自
然资源产权结构的复杂性与多元性，通过综合多种
治理机制进行资源保护可以发挥各种机制的优势，
大大节约整合个体与公共利益的成本，实现双方双
赢。就我国河长制的实施实践来看，河长制的一个
特征是“发挥社会参与”，通过管理部门购买服务进
行河道清淤、保洁、护堤就是通过市场行为进行治
理，引入各类 NGO组织进行信息反馈也是其中一个
良好的做法。另外，各地也利用地方传统习惯权利
体系发挥了保护水源与河流的作用。

概括而言，生态治理的“简约化”对于好的政策
扩散有重要意义，但是当某一种已经证明绩效的治
理机制引入其他治理领域时需要“看人穿衣”，在设
计管理机制时与自然资源的产权属性相协调，与已
有管理机制相协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避免
完全用行政命令式的单一机制取代其他机制，而是
要发挥国家、社区、市场的各自作用，激发乡村社会
传统优势，建立既简约又高效的生态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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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region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centive compatible cross-
interests， perfect and efficie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adequate information sharing，
which constitute the concept guidance mechanism，
interest incentive mechanism， system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information entropy reduction
mechanism．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actively incubate and cultivate the order
parameters， including shaping a common vision，
strengthening multi-compensation， perfecting rules
and procedures， and breaking down information
barriers．
Key words: regional environment;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governance; synergetic theory; order
parameters; realization mechanism

Practice and Ｒeflection on “Simplification”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HU Liang，et al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hierarchical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system，which is typical of river chief
system，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way，and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other fields of natural resources，
showing a characteristic of“simplified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resources property
rights，this paper compa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river chief system and the forest chief system，and
then suggests tha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
property rights structure，different natural resources
tend to differ in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Therefore，the simplified governance can lead to the
phenomenon of“empty system”． On this basis，this
paper propos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multipl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combined state，market，
and community．
Key words: river chief system; forest chief system;
property rights; governance mechanism

Conscious Governance: the Behavioral Motivation
and its Ｒole of Social Co-Governance of Public
Crisis /JIANG Peng ( School of Govern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Modernization has made human society at
risk． China， which i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is faced with an endless number of
public crisis risks． In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crisis，
the significance of co-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e
public crisis event of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epidemic，the multiple governance subjects in City N
constituted a governance commun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motional field，and the social co-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chieved remarkable
effec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imension of
emotion field into public crisis governance and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nscious
governance”．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can create
a broader emotional field，build a pluralist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carry out more extensive，
more scientific and more efficient “ conscious
governance”，promote the social governance based on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common interests and
common prosperity，and finally achieve a virtuous
cycle of good governance．
Key words: public crisis; emotional field;
community; conscious governance

Internal Logic and External Positioning of
“Double Evaluation ” in Land and Space
Planning /WU Yuzhe， et al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China)
Abstract: The “double evaluation” composed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and land and space development suitability
evaluation has been elevated to the strategic height of
the basi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land and space
planning． Through combing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double evaluation”，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search on its internal logic and the
corresponding external positioning of the two
evaluations． Unclear result logic， scale logic and
driving logic lead to the confusion of external
positioning including role orientation，level matching
and main structure，limiting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o land and space planning． As
a result，this paper re-clarifi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 double evaluation ” and then clarifies the
corresponding external positioning with optimizing the
evaluation path of “series progressive” to “series-
parallel hybrid”，which provides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 support capacity of“double
evaluation”for land and space planning．
Key words: “double evaluation”; internal logic;
external positioning; quantity and space; scale
deduction;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 Heterogeneity of Monetary Policy on Urban
Housing Price Transmission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Housing Price /PAN Haiying，et al( School
of Business，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vides 70 large and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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